附件2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渔业法修改的必要性
渔业法是指导我国渔业生产活动的一部行业根本大法。现行渔业法于1986年1月颁布，1986年7月施行，对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发展人工养殖，保障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渔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行渔业法中一些规定已经不能满足管理的实际需要，亟需全面修改完善。一是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制度不完善，需要构建以种质资源为核心的完整保护体系；二是养殖水域滩涂被侵占，需要进一步加强保护；涉渔“三无”船舶、“绝户网”、电毒炸鱼等违法违规捕捞现象突出，我国近海渔业资源衰退，需进一步完善渔船、渔获物等捕捞管理制度；三是涉外渔业事件频发，需加强远洋渔业管理；四是渔船倾覆、碰撞等安全生产事故高发，需要完善渔船安全、通讯、定位、防污染设施和渔业船员配置、安全生产保险等规定；五是渔业执法调查取证难，需要赋予一定的行政强制等权力；六是法律责任偏窄、偏轻，不能对违法行为形成有效震慑，需要充实与强化。及时修改渔业法对促进渔业持续健康发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我国履行国际义务，积极参与国际渔业治理，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部每年都收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的修改渔业法的建议和提案，群众对修法呼声高，法律修订需求明显。
二、修改渔业法的指导思想及工作过程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和“三农”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促进渔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改善渔业水域生态环境、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着眼解决渔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保证法律的可实施、可操作性，满足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管理需要。
（二）修改过程。自2013年启动渔业法修改工作以来，我部研究提出了修订草案，并多次向全国人大法工委、全国人大农委、司法部以及原国务院法制办等立法部门汇报，争取理解和支持。渔业法修改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立法规划以来，我部高度重视，加大工作力度，深入推进渔业法修改工作。主要开展以下工作：一是成立了以于康震副部长为组长的渔业法修改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二是会同全国人大农委、全国人大法工委、司法部等立法部门相关负责人多次赴地方开展了渔业法修改调研；三是分层次组织相关部门、部属渔业单位、各省渔业主管部门和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同志对修订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四是广泛征求中央编办、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武装警察部队等20个相关部委和各省级渔业主管部门的意见，对70条部委意见和302条地方意见进行了充分吸纳；五是与全国人大农委、全国人大法工委、司法部等部门进行了多次沟通协商，并按照有关意见进行了修改。
三、渔业法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水产种质资源保护。水产种质资源是渔业产业发展的基础，对维持水域生态多样性和保护国家水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水产种质资源保护不力、遗传优势丧失、水产种业发展缓慢等问题较为突出。为保护好国家重要战略资源，草案新增“水产种质资源”一章，整合现行法中分散于“养殖业”和“渔业资源的增殖与保护”中的相关内容，并根据水产种质资源管理需要和实践，以保护生态多样性和本地物种遗传优势为目标，确立了水产种质资源名录、水产种质资源库、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及进出口限制的体系化保护机制；以规范水产种业和促进产业良性发展为目标，对水产苗种建立了原良种场、新品种选育和审定、生产记录管理的整体管理制度。
（二）关于水产养殖。水产养殖是保障水产品有效供给的主要渠道。养殖水域滩涂是水产养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近年来，个别地方大水面网箱养殖大量投饵、密度过大，给渔业水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一些地方对水产养殖采取“一禁了之”的过激做法，相关养殖生产者意见很大。草案加强了养殖水域滩涂和养殖者权益的保护，规范了水产养殖养殖过程管理。一是强化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的编制，明确严禁侵占养殖水域滩涂，收回养殖水域滩涂应予补偿。二是加强养殖生产过程，建立养殖生产档案制度。
（三）关于控制捕捞强度。我国对渔业资源传统上采用投入管理模式，实施的是“先捞先得、捕光为止”的自由竞争式为主的捕捞。尽管现行渔业法中明确建立捕捞限额制度，但因缺少相应的措施，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为有效控制捕捞强度，避免资源衰退，草案从生产要素投入总量控制和渔获物产出总量控制两个方面对捕捞业进行规范。一是在投入总量控制方面，将取得船网工具指标作为办理船舶制造、更新改造、购置、进口、申请渔船检验登记并办理捕捞许可证的前置条件。二是按照简政放权要求，合理设定船网工具指标下达及捕捞许可证的发放层级权限。三是在渔获物产出总量控制方面，针对目前渔获物无法追溯来源、无法监控是否为合法捕捞渔获物的现状，根据各地试点经验，增加渔船进出港报告和定港上岸的要求，规定对捕获的渔获物填写合法性标签。根据捕捞活动管理的需要，吸取了实践管理中的经验做法，变渔具禁用目录管理制度调整为准用目录进行管理。
（四）关于规范远洋渔业。我国远洋渔业是国家战略产业之一，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我国相继批准加入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和议定书，在国际渔业事务中的权利、义务发生了重要变化。草案根据我国承诺履行的国际义务，将远洋渔业管理核心制度写入《渔业法》。一是明确了从事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渔业活动的外国渔业船舶不得进入我国港口，以及如进入我国港口的处罚措施。二是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从事远洋渔业的应当取得相应资质。三是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上升为法律，明确了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罚措施，并确立了远洋渔业违法人员“黑名单”制度。
（五）关于渔船安全生产监管。捕捞业属于安全生产高风险行业。每年我国渔业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率较高。草案着力把好渔船“安全关”，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一是对船舶适航性能、安全通导、船位监测、消防救生及防污染设备配备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提高渔船规范化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二是为抵御和分散渔船作业风险，保护渔民人身财产权益，草案要求船舶所有人办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三是要求船舶所有人按规定配备渔业职业船员，保证作业安全。
（六）关于监督管理。为强化监管效能，着力解决基层渔政人员执法难度大、执法手段弱、执法依据不足等问题，提升渔政执法可操作性，草案新增“监督管理”一章。一是赋予渔政执法人员检查、调查、检验、鉴定、查封、扣押等必要执法权限。二是加强执法权力运行监督，对渔政执法人员资质、违法责任等事项作出规定。三是明确依法取得的电子数据、船位轨迹及影像资料可作为行政处罚证据。四是明确适用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五是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对非法渔获物流通环节的监管责任。六是将严重违法行为责任人列入严重失信人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七）关于法律责任。草案将现行法的12条法律责任条款增加为24条，对于限制性和禁止性的规定，除个别情况外，均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一是强化捕捞作业和捕捞辅助活动全过程监管，规定禁止为从事非法捕捞活动的渔船供油、供水、供冰，禁止代冻、转载、收购、加工、销售未取得合法性标签的渔获物；对造船环节的违法行为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二是针对目前涉渔“三无”船舶屡禁不止、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问题，规定涉渔“三无”船舶一经查获，一律没收，并可就地拆解，从而阻断涉渔“三无”船舶进入生产环节的通路。三是增补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如增加“责令返回指定港口”、驱逐进入我国港口的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外国渔业船舶、没收船舶拆解等，增加了暂扣、吊销捕捞许可证，没收渔船的情形。同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罚款额度，加大了处罚力度。
草案还对部分条款顺序、文字表述进行了修改。在附则中对有关术语(其他法律法规未做界定)作了解释。

